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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权力腐
败的高发期。尽管国家不断加大反贪肃贿力度，依法
严刑重惩了许多重大贪贿犯罪，但以贪贿为代表的
各种腐败行为还在大量孳生，而且越来越偏离“公
权”与“私财”的直接非法交易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
征。 为应对这种规避“公权”与“私财”的直接非法交
易，转而以公权和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的“不
法对价”交换的社会现实，我国刑法应扩大贿赂罪的
范围，将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悉数纳入贿赂罪
的范围。这里笔者将以“性贿赂”为切入点，从贿赂罪
的界定、贿赂罪的危害性、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等方面
逐一阐述，以求促使将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同“公
权”的交易尽早纳入刑法网。

1 “性贿赂”的普遍性和社会危害性

关于“性贿赂”，现行《刑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却屡屡发生。有学者统
计，发生在上世纪末十年的上千例腐败犯罪案件中，
竟有九成以上夹杂着不同形式的权色交易。 从陈希
同、孟庆平到胡长清、成克杰，一个个好色贪官在金
钱与美色的夹攻下“前仆后继”，一幕幕石榴裙下的
罪恶丑剧不断上演。

从近年来诸多的“性贿赂”案件中，不难发现，牵
涉的国家干部级别愈来愈高，由县（处） 局级直至省
部级干部，人数也越来越多，呈现蔓延扩大的趋势。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完善，国内外经
济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
式、思想、道德观念也接踵而来，特别是色情服务死
灰复燃，屡禁不止。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女色或花巨资

雇佣妓女向掌权者进行“性贿赂”，达到谋权、谋钱、
谋利、谋保护伞的目的。而且，“性贿赂”一旦既遂，便
可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不
管是主动还是被迫） ，这是一般财物所不具有的，故
其有着更为严重的腐蚀性和危害性。

2 “性贿赂”的界定

对于以提供性服务作为收买权力的对价的做法

是否属于贿赂罪在许多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地区都
有立法例，而就个人贿赂罪而言，我国《刑法》规定了
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
均只将贿赂罪的内容限定为财产性的物质利益，将
性服务排除在外。 下面将对“性交易”是否属于贿赂
罪予以解析。

（1）从贿赂的特点来看。贿赂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其实用性。 所谓实用性就是指能够为人所用。 一方
面能满足受贿人物质上、精神上或其他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可为行贿人换取某些好处。 人的行动是受
一定动机支配的，而动机是产生于某种需要的。正是
因为贿赂能够满足当权者的某种需要，才使得他们
以之为追逐的目标，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受贿者们
在受贿前也必然在受贿而得的满足与因触犯刑律而

受到的惩罚之间进行权衡，而后才决定是否接受贿
赂。 因此，不能满足人们任何需要的东西或事物，也
就是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的东西、事物，不可能成为
贿赂品而介入行贿与受贿的活动之中。 而性服务正
是满足了受贿者的性需求，给行贿者换取到了某些
好处。故将其界定为贿赂的一种特殊形式没有疑问。

另外，性贿赂还具有客观实在性和具体性的特
点。 贿赂是受贿者所追求的目标和以职权与他人相
交换的标的，这就决定了它的这一客观属性。 各国、
各地区对贿赂有不同的定义，但不管是物质性利益，
抑或是非物质性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利益，是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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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摸得着的，甚至是可以定量的。那么，就行贿者对
受贿者提供的性服务而言，它同样是客观具体的。

（2）从贿赂的目的物范围来看。不管贿赂的目的
物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它包括足以满足人的需要
或欲望的一切利益［1］。当前，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
法实践部门中，对于贿赂的内容是怎样或者应当是
怎样，争论不一。“财物说”者认为贿赂应限定为金钱
或物品。 原因在于，我国自古以来贿赂均指财物。
《说文解字》中有：“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赇即指
贿赂，也即以财物相酬谢［2］。《辞海》进一步解释：“贿
赂就是私赠财物而行请托”；《现代汉语词典》把贿赂
分为动词和名词，动词之意为用财物买通别人，名词
之意为用来买通别人的财物。 《唐律》中的贿赂犯罪
实行“计赃论罪”，“赃”都是以财物之量计算的。建国
后，1952年的《惩治贪污条例》，1982年人大常委会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都是把贪污
受贿的对象规定为财物。 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
赂罪的补充规定》也明确将贿赂规定为财物。 1997
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刑法》，决定保留“计赃论
罪”，贿赂仅限财物。

但仔细研读我国历代的法律文件，且不论其它
的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仅就本文主题“性贿
赂”而言，其概念早在《唐律》中就有规定。 如在《唐
律、职制管》53条规定：“诸监临之官私役所监临，及
借奴婢……之类各计庸、赁以受所监临财物论罪”。
其中，借奴婢可谓索取性服务，即索取“性贿赂”。 另
外，《唐律疏仪·户婚》卷14规定：“有事之人，或妻
告妾，而求监临官司法判事，娶其妻妾及女者，以奸
论加二等。为亲属娶者亦同。亲属知行求枉法，而娶
人妻妾及女者，自论本法为从坐。”可知，唐朝当时对
权色交易的处罚，实际就是对“性贿赂”的处罚。 《清
律》规定：“监临娶见问为事人妻妾及女为妻者，杖一
百。”说明清朝对贪官索取“性贿赂”亦予以重罚［3］。

因此，我国《刑法》将贿赂仅限制为财物是欠妥
的。从历史上看，贿赂是伴随权力的出现而产生的一
种社会现象，而掌握权力的人会陷于一种很强的诱
惑，即使牺牲被统治者的利益，也要为个人私利而滥
用权力。 贿赂其实就是掌权人利用己有之权力为己
谋求的一种私利，也是受权力制约之人收买掌权人，
使其利用权力为己谋取利益的诱饵。 这个诱饵事实
上并非一定是财物。近年来，某些当权的高职人员实
际收入已达到相当水准，在官欲、财欲等得到一定的
满足后，内心的空虚又使他们本能的性欲空前的膨
胀，对异性的追逐超越甚至取代了对金钱的追逐。而
行贿者正是看准了法律上这一空当与死角，抓住了
当前某些贪官的心态和需求，提供多种形式的性服

务，来换取自己的目的。
（3）从贿赂罪侵害的法益来看。日本刑法学者大

土冢仁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国家、社会的伦理
规范，给法益造成了侵害或威胁”［3］。那么，“性贿赂”
侵害的法益是什么呢？关于此，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
是：贿赂罪侵犯的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起源于
日尔曼法的立场是：贿赂罪侵犯了职务行为的纯粹
性或不可侵犯性［4］。 我国一部分学者认为贿赂罪侵
害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不可收买性［5］。 不论以
上任何一种立场，都有“公务员要求、约定或收受不
正当报酬”的条件，而这里的不正当报酬也应包含性
服务等无形利益在内，对此类无形的利益通过实际
上享受了它，就认为犯罪既遂［1］。 所以，从犯罪构成
上看，性贿赂则具备了构成贿赂罪的充要条件：客体
上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的不可收买性和廉洁

性；客观方面行贿者、受贿者双方以发生性关系或提
供性服务为交换条件，为己或为第三者谋利；主观上
有直接故意；主体是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单
位组织。 贿赂罪的实质在于受贿者的公权与行贿者
的私利之间形成一种以私利亵渎公权的“不法对价”
关系。在认定贿赂罪时，不仅要看受贿者获得了什么
样的物质利益或需要，更重要的是看受贿者受贿后，
给国家、集体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是否反映了上述
以私利亵渎公权的“不法对价”关系。所以，在任何领
域内，以任何形式、方法实施的贿赂犯罪，无论是财
产性利益还是非财产性利益，无论是承诺还是欲望，
只要其实质上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的不可

收买性、廉洁性，损害了公众对公权力的信赖感，就
都构成贿赂犯罪。看来，钱权交易与权色交易在本质
上并无二致。

（4）关于“性贿赂”属于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的性交易行为，
确切地说，被往往只视为生活作风问题而只受到党
纪、政纪处分，不负或少负刑事责任。渐渐地，人们自
然把这种不法行为认为是隐私权。 根据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原则，国家工作人员同老百姓一样都有隐
私权，有个人隐私不受干涉的权利。成年人之间自愿
发生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只要不伤害他人，都属于个
人或家庭的隐私，国家和群众无权监督和干涉。但奇
怪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范围往往要比普通
老百姓大得多（实际上，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他们
应该受到更大程度的“曝光”） ，一旦腐败变成心照不
宣的惯例，“性贿赂”视作婚外性行为的一种，也就被
堂而遑之地纳入了道德范畴，与《刑法》的贿赂罪分
道扬镳。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道德和法律是
如出一辙的。 道德是调整人们内心世界善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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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法律是判断人
们外部行为是非的行为规范，法律的基础是人类行
为的他律［6］。而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婚外性行为，我
们当然不能一概绝对地确定其就是道德问题抑或就

是法律问题，而要视具体情节论之：如果国家工作人
员与其行使公权力的职务行为无涉，与人婚外苟合，
一般只能视做道德问题；但男女之间非因爱情而进
行的“性交易”，如果被用来收买国家工作人员行使
公权的职务行为或违背职务行为，则其职务行为不
再仅仅关系到“性交易”当事人的道德健康，而是构
成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廉洁

性的肆意亵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可见，将性贿赂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不仅是新

时期下打击犯罪的需要，也是完善刑事法律的必然
要求。同时，性贿赂符合《刑法》中关于贿赂罪的犯罪
构成的规定，在理论上，这样做也是可行的。

3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关于“性贿赂”的问题
及对策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现行《刑法》对贿
赂罪的构成进行修改完善前司法机关只能根据现行

法的规定处理有关“性贿赂”案件。 所以在将“性贿
赂”入罪前，理论上，我们可将贿赂罪进行扩张解释。
扩张解释是在法律预定的范围内对其意义作比通常

意义更广的理解，但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事实
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恰恰应当是以对刑法的科
学合理的解释为前提和基础。虽然设定债权，免除债
务，提供担保，免费提供劳务，免费提供住房所有权，
免费装修房屋，免费旅游，等直接表现为财产性利益
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可以解释为财物所有权转移

的一种特殊方式，但若对性服务如法炮制，则恐怕会
勉为其难，因为在法律上不存在这次或那次性服务
会值多少钱的说法。 因此，我们主张，应该以修正案
的形式解决此问题。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不论是将其作扩大解释还
是予以立法化，要将“性贿赂”定罪量刑具有一定的
操作难度。 具体如下：

（1）立法确认“性贿赂”后，由于性无法量化，无
法按贿赂的财物数额大小定罪量刑，也不宜单纯的
根据接受性服务的次数或女性人数以及色相指数作

为标准。故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罪范围后，首先
需要解决的一个前置性问题就是彻底改变我国现行

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贿赂罪片面强调“以赃论
罪”这样一种扭曲贿赂罪犯罪本质的不合理规定和
做法。否则，由于非财产性利益特别是性服务不能直
接以财物数额进行计量，对出卖公权力以换取非财

产性利益特别是性服务的受贿行为，即使在刑事法
理和刑事立法上确认其构成贿赂罪，在司法操作层
面上也难以具体论罪科刑。

我们主张，应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情节、社
会影响、后果等方面予以综合考虑。

（2） 《刑事诉讼法》中有无罪推定的原则，即未经
审判定罪，被告人得享有推定无罪的权利。而要对其
定罪，则首先需充分的证据。 对“性贿赂”定罪，取证
难度相当之大。 性服务大多是心照不宣或隐秘的交
易，调查取证难免与当事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产生
正面冲突，这是调查取证的一个重大障碍，且较多情
形下得不到证人配合。 再者，拿到证据后，如何证明
受贿者主观上有收受“性贿赂”的犯意，而非仅属生
活作风问题或两情相悦之事，也是司法机关的困扰
之一。笔者认为，如果行贿者行为的发生在受贿者行
使职权的范围内，行为时具有色、利交易的目的，则
对于受贿者而言，只要其在此情形下接受服务，并有
为他方谋取利益的目的，就可以认定为具备了犯意。

（3）容易引起司法腐败。“性贿赂”定罪量刑不好
操作，入罪后难免会加大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赋
予司法人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难免会加重司法腐
败。 目前执法队伍中的一部分执法人员政治业务素
质低，因利欲熏心，滥用职权索贿受贿，敲诈勒索、只
认钱不认法、枉法裁判、是非颠倒，甚至与犯罪分子
同流合污，充当歌舞厅、赌场、卖淫场的保护伞的现
象屡有发生。而要解决司法腐败的问题，就要追根溯
源，加大制度保障，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
道德修养。

当前形势下，要解决将“性贿赂”入罪后的种种
难题，就要从最根本的源头入手，紧抓“教育是基础，
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这一指导方针，坚决查处
违法案件，坚决处理贪污分子，坚决纠正不正之风，
将反贪污工作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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